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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城邦研究领域，疆域秩序这一议题长

期未得到学者足够重视。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说

过，“关于城邦的组织，疆域既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

最被忽视的要素”。①有学者注意到，现有的希腊古

风和古典时期地图，通常只是用黑点标出不同城邦，

不会像当代地图一样清晰标注政治体的疆界，这使

读图的人天然认为古希腊存在众多彼此孤立的城

池。②此外，地图上古希腊城邦的很多域外领土，还

会被制图人忽略。像雅典除在阿提卡地区有领土

外，还有一些公民长期驻扎居住地，如爱利特里亚

(Eretria)、莱姆诺斯(Lemnos)、依姆洛斯(Imbros)等，③但

这些地方出现在地图上时，通常看不出与雅典有何

关联。

疆域议题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材料缺失。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存世文献，

判定古风和古典希腊城邦的具体疆域非常困难。从

城邦疆域结构看，城邦除作为枢纽的城镇外，还有各

种形式的定居点，如乡村和郊野等，后者在数量和范

围上远超城镇；从长时段看，除雅典和斯巴达外，古

希腊城邦小而多，且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增加了

确定城邦疆域的难度。二是人们对希腊城邦的性质

理解有异。很多学者认为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有很

大不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界定，疆域是现代国家

的重要一环。④与之相对，古希腊史研究者不会首先

强调疆域对城邦性质的意义，而是更关注人。布朗

大学教授拉夫劳勃指出，“城邦是可移动的，比如福

西亚人(Phocaeans)、雅典人在遭遇波斯人的威胁时，

与无数其他城邦的人一样，可通过迁移或躲避战乱

而在新移居地重新建立城邦”。⑤地米斯托克利在萨

拉米斯海战前威胁希腊联军，如果不立即开始与波

斯大军的海战，雅典人将放弃被波斯占领的雅典城，

将舰队开往意大利南部；⑥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

间，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在西西里鼓舞士气时更直接

表示，“构成城邦的是人，而非城墙或空战船”。⑦这

也印证了古代文献更关注人这一记述原则，如在修

昔底德笔下，永远是雅典人和拉凯戴孟人开战，而非

雅典和斯巴达开战。

不止于此，希腊城邦对人的强调实际上聚焦于

公民群体，因为城邦居住着各种身份的人，而并非所

有人都有公民权，只有享有完备公民权的人才能获

得和使用城邦的土地。晏绍祥在解释城邦的特点时

强调，“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⑧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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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学者汉森指出，古希腊城邦本质上是“公民—国

家”(polis as a Citizen-State)。公民群体界定了城邦的

性质，城邦中虽然存在其他因素，但不是决定性

的。⑨对城邦的这一理解并非当代学者的发明，亚里

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已将城邦界定为公民共同体

了。⑩如果对希腊城邦性质的这一判定成立，那么公

民身份对城邦来说就是首要的，疆域等外在因素是

次要的。对此，汉森总结道，“对于古代民主城邦中

的公民来说，城邦诸要素的优先顺序是公民群体、政

治组织，最后才是疆域”。

尽管疆域不是当前城邦研究的重心，但不能因

此认为疆域不具有研究价值。事实上，古代人有关

疆域的讨论并不少见，而且对疆域的认识还非常丰

富，比如他们认为城邦的可移动性并不意味着移动

后城邦疆域的重要性降低；对农业社会来说，疆域是

自足生活的重要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

将疆域、宗教和城邦的兴起做融合研究，力图呈现更

为复杂的城邦秩序图景，如法国学者德·波利尼亚克

提出，城邦成员通过宗教生活组织起来，且都依附于

同样的疆域基础生活。本文着眼于希腊古风和古

典时期的城邦疆域，重点探究城邦疆域的构成、边界

及其反映的权力秩序。第一部分讨论城邦疆域的构

成，厘清城镇与乡村等重要概念；第二部分讨论城邦

疆域的边界，探讨城邦的规模，辨析与边界相关的关

键要素，呈现疆域边界的复杂性；第三部分聚焦城邦

疆域与权力秩序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斯巴达和雅

典疆域情况的分析，探究城邦外部疆域及其背后的

权力秩序。

一、城邦疆域的构成

城邦疆域概念的确定，离不开对“城邦”和“疆

域”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在希腊古风、古典时代，城

邦的意涵以及空间范围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呈现多

样发展态势。修昔底德在讨论早期雅典城邦演变

时，部分揭示出城邦疆域的复杂性。他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中，对早期雅典作过简要描述，特别提到

雅典城邦及其疆域的变化：

古时候，今日的卫城(acropolis)，加上其周围的地

区，尤其是往南的地方，就是雅典城邦(polis)。证据

如下：卫城上除了雅典娜的庙还有其他神的庙，卫城

之外的神庙多建在卫城南面的区域，即奥林波斯的

宙斯的庙、阿波罗的庙、大地女神的庙、沼泽区的狄

俄尼索斯的庙……由于古时候人们居住在卫城上，

所以直到今天雅典人还将她称为“城邦”(polis)。因

此，雅典人长期在乡村(chora)里过着独立自治的生

活。尽管他们统一为一个城邦了，但是早期的雅典

人和他们的后裔直到这场战争前，仍然普遍依旧习

和全家人住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

根据这段记述，雅典城邦及其疆域范围经历了

长期演变，涉及几个关键地理范畴。最初的城邦(po⁃
lis)基本从卫城(acropolis)发端，卫城既是定居点，也

是宗教空间。不仅如此，宗教建筑还成为疆域范围

的判定依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可与考古发现相印

证，卫城是自青铜时代以降雅典地区的核心区域，甚

至和迈锡尼时代的宫殿区高度重叠。

卫城并非雅典独有，“acro-polis”本意为“高城”

(高处的或最高的城)，也见于其他很多城邦，如阿尔

戈斯、忒拜、科林斯等。如果说卫城代表了部分城

邦早期疆域的发端，那么随着城邦在希腊世界大

规模兴起，城邦疆域从卫城开始进一步扩大。就

修昔底德的描述看，当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统

一为雅典城之后，一部分人生活在城里，大多数人

则生活在乡村。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生活在

雅典城内的人并未生活在卫城之内，而是生活在

“asty”(城镇)之中，至少近一半雅典人生活在“cho⁃
ra”(乡村)中。学者通常将城镇和乡村作为古希

腊城邦的标配，认为这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城邦的

疆域模式。而要理解这一模式，首先需要澄清“as⁃
ty”和“chora”的意涵。

在希腊古风时期，“asty”( στυ)频繁出现于各种

文献中，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指代共同体而非城

镇。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 6 的一处：

“

”，意为“如果她能对(特洛伊)城和特洛

伊人的妻子儿女大发慈悲”。古风时期斯巴达著名

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说，战场上骁勇善战的战

士牺牲生命，却给共同体和祖辈带来了荣耀( στυ-
τε κα )。需要指出的

是，作者同时使用了具有类似意义的“polis”一词。

-

·· 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7 世 界 史
WORLD HISTORY

由此不难理解，在前 5世纪中叶之前的文献中，“公

民”更多地是用由“asty”延伸出来的“astos”(邦民)这
一术语表达。梭伦在其讨论秩序的著名诗歌中，就

将雅典当时的危机直接归因于邦民：

我们的城邦绝不会因为宙斯的命令或不朽诸

神的意图而毁灭；因为由强大的父亲所生的帕拉

斯·雅典娜，她是如此一位心胸宽广的护卫者，用双

手保卫着城邦。是邦民们自己愚蠢的欲望摧毁了

伟大的城邦，他们追逐物质利益，领袖们的心智也

是不义的。

到了古典时期，“astos”(邦民)一词仍可以和“po⁃
lites”(公民)并列使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伯里克

利的公民权法案，根据这一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

典公民的人才能获得公民权。但需要指出的是，

在古典希腊时期，“asty”很少作为城邦共同体被使

用，而是指代城邦中心的城镇区域，从而又经常与

“polis”混用。

“chora”(χ ρα)一词的语义更含混一些，在上述

修昔底德的引文中，该词明显指代乡村，即区别于城

镇的地区；而有时候，“chora”也指代城邦的疆域，英

文对应“territory”一词。公元前 4世纪作家、将军埃

涅阿斯在《论防御》中的一段话清晰展现了“chora”这
两重意涵：

当特力巴利人入侵阿布德拉人的领土(chora)时，

阿布德拉人排兵布阵，勇于应战，并取得了完胜；因

为他们在战斗中杀死了许多人，打败了一支庞大而

强大的部队。特力巴利人也由此被激怒了，他们撤

退并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进入该城 (chora)，设置

埋伏，开始损毁离阿布德拉城(polis)不远处的土地

(chora)。

这段话中共出现三次“chora”，第一次是用经典

的属格方式表示阿布德拉人的“疆域/领土”，第二处

与第一处含义类似，表示军队再次入侵城邦疆域。

而在第三处，“chora”明确和“polis”区别使用，表示城

镇之外的地区。“chora”的这两种意涵在古典时期的

作家笔下随处可见，不再一一列举。汉森对此有过

清晰总结，当“polis”意指国家(state，即城镇和乡村的

综合体)时，“chora”就是疆域，城镇也是疆域的一部

分；当“polis”意指城镇(city)时，“chora”就是与城镇相

对的乡村；“polis”作为国家(state)的意涵出现时，是

由“chora”(乡村)和“polis”(城镇)共同组成的；当“cho⁃
ra”以疆域的含义出现时，它由“polis”(城镇)和“cho⁃
ra”(乡村)共同构成。

在辨析了“acro-polis”、“polis”、“asty”和“chora”
的含义之后，就可以对城邦的疆域概念有基本认知

了。第一，城邦自兴起以后，在古风和古典时期经历

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些城邦从卫城扩展而来，

有些城邦则通过小聚居点集合而成，由此导致早期

城邦疆域起点不同。第二，到古典时期，城邦基本成

型后，虽然“chora”一词有多义性，既可以指整个城邦

的疆域领土，也可以指与城中心相对的乡村地区。

但可以确定的是，希腊城邦的疆域构成有共同模式，

即基本都由城镇和乡村两部分构成。至于城邦的人

口分布和疆域规模，根据现有资料，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在古典

希腊时期，75％-8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只有

20％-25％的人住在城外村落中。古希腊时期的城

市化水平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大

多数城邦规模都很小。借用汉森划分大小城邦的概

念，希腊世界主要有两类城邦：一是少数大城邦，这

样的城邦疆域内大都有众多村落，最具代表性的雅

典有139个德莫；二是数量众多的小城邦，这种类型

的城邦，大多疆域内根本没有村落，实际上是希腊城

邦的正常类型。

对于小型城邦来说，城邦中的大部分人乃至所

有人都居住在城镇里。一则公元前4世纪考瑞西亚

(Koresia)城邦的铭文显示，该城邦疆域范围约为1500
公顷，共1000-1300人。考古挖掘发现，该城邦疆域

内没有一处公元前 4世纪时期的村落或散居的农

庄。由此可以确定，所有人都居住在面积为 6-8公

顷的城镇之中。对中等规模的城邦来说，可能有

65％的人居住在城镇中，35％的人居住在城外或农

庄地区。斯坦福大学对伯罗奔尼撒的赫尔米奥涅

(Hermione)、哈里埃斯(Halieis)两个城邦的考古调查

显示，它们的疆域范围分别约为 27500公顷和 7500
公顷，城区面积分别是22.5公顷和18公顷，两个城邦

一共约有 8000人生活在城区，占总人口的 64％，约

4500 人生活在城外的村落或农庄，占总人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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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至于规模较大的城邦，城区人口可能只占总

人口的一半，如根据修昔底德记述，雅典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开始初期(前431)，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外，

因为战争爆发被迫迁到城墙内居住。在厘清希腊

城邦疆域的构成及人口分布后，我们需进一步追问，

城邦之间是否像现代国家那样有确定的边界？如果

存在边界，又是如何划定的？

二、城邦疆域的边界

城邦疆域既然主要由城镇和乡村两部分构成，

那么对大多数城邦来说，疆域总体范围应该是大致

确定的。但古希腊城邦之间是否有明确的界线区

分，以及城邦边界的具体形态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寻找城邦疆域边界的一种思路是通过城邦

规模判定，因为如果城邦疆域存在边界的话，那么边

界必将是划定城邦疆域规模的界线。古希腊城邦差

异巨大，这种差异不只体现在政体类型上，也体现在

疆域规模和人口数量上。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斯巴达

和雅典两个城邦，实际上在古希腊世界属于“非正常

城邦”，因为斯巴达连同美塞尼亚，领土面积多达 85
万公顷；雅典连同公民驻扎的地区，共有 26 万公

顷。但绝大多数希腊城邦远小于这个规模，根据德

国学者鲁申布什的研究，古典时期爱琴海区域大多

数城邦都是规模偏小的“正常城邦”：在有数据可循

的700-800个城邦中，80％的城邦人口在2000-4000
人，疆域半径在5-6千米。根据哥本哈根城邦项目

的统计，60％以上的希腊城邦疆域不超过1万公顷，

80％的城邦疆域不超过2万公顷，而疆域面积在5万
公顷以上的城邦只有60个左右。城邦的差异如此

巨大，想要确定城邦疆域的规模，需对具体城邦作具

体分析。

对于大部分城邦来说，由于总体规模较小，对其

疆域规模的推算一方面需依靠考古和文献资料，另

一方面更需依赖早期城邦兴起的理论范式。学界目

前一般认为，希腊城邦从约公元前8世纪逐步兴起，

到古风时期逐渐成型，最终成熟于古典时期。在城

邦兴起之前的希腊世界，散布着众多人口规模不大

的村落共同体，正是在这些村落共同体基础之上，城

邦才逐渐形成。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对于古风和古

典时期的大部分城邦来说，疆域规模与村落共同体

的规模密切相关。

根据考古学家宾特林夫对波奥提亚等地的研

究，在黑暗时期的希腊，定居点稀少且分散，规模也

很有限。古风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标准的村落

定居点领土范围半径可达 2.5千米。小村落逐渐向

复合共同体演变，人口达500人左右，并与邻近的共

同体相区隔。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到前6世纪，城

邦的平均疆域辐射范围不再局限在 2-3千米，而是

实现了两三个村落共同体的联合，平均疆域辐射半

径也可达到5-6千米。换言之，宾特林夫通过对波

奥提亚等地的考古调查，发现村落共同体的辐射范

围一般在2-3千米，也就是半小时步程左右，而常规

城邦辐射范围的步程一般为1-1.5小时，这也保证了

城邦的公民能够住在城内，又可每日往返乡村耕种

劳作。

上述考古成果和理论推导可以大致确定常规城

邦的疆域规模，那么，是否有明确标识来划定城邦的

边界呢？对于这一问题，近30年学界最有影响力的

回答是：位于城邦边缘的宗教圣所可能是城邦疆域

边界的标记。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发现，根据过

去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在城邦兴起的同时，希腊很

多地区的圣所建设及相关宗教活动明显增多。黄

洋指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在

宗教与城邦疆域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德·波利尼阿克

的《宗教崇拜、疆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是晚近

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他注意到，早期最重要的

圣所往往并不在城市中心，而在与核心定居点有相

当距离的乡村地区，这些圣所对于城邦的宗教崇拜

来说非常重要。波利尼阿克将这些位于城区之外的

圣所称作“城外圣所”(extra-urban sanctuaries)，城外

圣所与城区圣所一起，将乡野的领土与城区联系在

一起，并将城邦凝聚成一个整体。波利尼阿克采

用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普遍运用的“城—乡”二元分

析方法，认为城镇与乡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对，

而且在价值体系及宗教崇拜方面都是相对的。具

体来说，城镇是中心地区，象征着文明、秩序、规范

和教化；乡村是边缘地区，象征着荒野、游猎、失范、

无序等。

波利尼阿克进一步提出，古希腊人在荒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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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圣所，除了是人神两个世界相遇的地方，还是

城乡两个世界相遇的空间。荒野圣所将诸如阿尔

忒弥斯、潘神等整合进城邦之中。根据考古发现，

希腊有很多此类圣地，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圣所，斯

巴达、米利都等地的阿波罗圣所，雅典、科林斯等地

的波塞冬圣所等。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位于阿尔

戈斯东北 13公里的赫拉圣所。该圣所建立于公元

前 8世纪，每年宗教庆典举行时，城邦中的青年人

会从城区圣地向城外圣地游行，城外居民平时也回

到城区圣地参加宗教活动。在古代作家的记述中，

城外圣地的存在以及每年的游行，就是在向邻邦宣

示自身疆域边界，或者说宣示自己对城邦疆域的统

辖权。总结来说，波利尼阿克主张，公元前 9世纪

和公元前 8世纪的宗教崇拜现象揭示，与城邦实际

疆域伴生的，或者说比城邦实际疆域更为本质的是

“宗教疆域”。

波利尼阿克的解释极具启发性，对于界定早期

城邦边界作出了重要探索，但考古发现不断挑战着

他的总体结论。比如现已确知，位于科林斯伊斯米

亚(Isthmia)的波塞冬圣所，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就已

存在并使用，这要比科林斯城镇中心早出现 2-3个

世纪。因此，城区—城外圣所的空间构建显然并非

与城邦疆域同步形成。另一个标志性例证是位于阿

尔戈斯平原上的赫拉神庙，现有文本和考古证据表

明，此神庙最初系阿尔戈斯平原上的数个城邦共同

使用，包括迈锡尼、梯林斯和米地亚等。阿尔戈斯在

公元前460年将这些城邦全征服后，才得以独占阿尔

戈斯平原及赫拉圣所。波利尼阿克后来也修正了自

己的观点，承认赫拉圣所并非一开始就为阿尔戈斯

人独有，其在公元前460年之前是阿尔戈斯平原数个

共同体的聚集地。

此外，在古风时代，城外圣地往往是不同共同

体的精英展示优越性的地方，并不能直接视为城邦

的界碑。换言之，城外圣地的作用未必用来标定

边界，也可能有其他意涵。比如考古发现在斯巴达

城镇不远处有一圈宗教圣地遗迹，每个神庙皆能相

互望见。但由于这些神庙离城镇太近，所以它们

很难被视为斯巴达疆域的边界，更可能是宣示城邦

占有整个优罗塔斯(Eurotas)谷地，并将其置于诸神

保护之下。

可以看到，仅依靠城外圣所不足以确定城邦边

界，还需要考察三个与城邦边界直接相关的概念：

“teichos”(城墙、防御工事)、“horoi”(界碑)和“metho⁃
ria”(边境地区)。城墙是对于边界最直观的划定，但

这个词也有防御堡垒的含义，这种多义性将“tei⁃
chos”和疆域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出来。我们在上文

中已说明城邦的多义性，“polis”既可指代整个城邦，

有时也可指代城镇区域，和“asty”意思重合。所以，

“teichos”意为城墙时，主要指代“asty”的墙。根据考

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古风时期拥有城墙和城防的城

邦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在古典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公元前4世纪，几乎每个城邦都有城墙。亚里士

多德明确说，那些认为城邦不应该有城墙的观念都

已过时。

根据哥本哈根城邦项目的统计数据，在 1035个
希腊城邦中，能够对城区面积进行有效统计的城邦

只有 232个，几乎所有城邦规模都在 5公顷以上，平

均面积65公顷，中位数为40公顷。但需注意的是，

这些统计数字反映的只是城墙之内的面积，也就是

城区的范围，而非城邦总体疆域范围。只有在极端

条件下，城邦所有居民才会只生活在城墙之内，比如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里克利将所有雅典人搬到

城墙之内居住，放弃城外土地任由伯罗奔尼撒联军

破坏。但即使是雅典，它的城墙与一般城邦的城墙

也有很大不同，因为波斯战争后，地米斯托克利不仅

修筑了雅典城区的城墙，还将城区和比雷埃夫斯港

用长墙连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城区。战争情况下

的城墙也将“teichos”的目的突出表现了出来，那就

是用于城邦的防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战争中，城墙划定的

范围也很难被认为是城邦的疆域，“防卫”的义项使

“teichos”不仅形容城镇的墙，也可以指代边境的防

御工事。借由修昔底德的记述，我们得知，伯罗奔尼

撒战争初期，在阿提卡周边的地区，“teichos”更频繁

地作为“防御工事/堡垒”使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

考察防御工事的位置确定城邦边界？公元前431年，

伯罗奔尼撒联军开赴阿提卡地区，先来到了俄诺厄

(Oin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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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向前开进，首先抵达阿提

卡的俄诺厄，将从那里开始入侵。他们安营扎寨，准

备用机械，还用其他方法攻打俄诺厄的防御工事(tei⁃
chos)。俄诺厄位于阿提卡与波奥提亚的边境地区，

筑有防御工事(eteteichisto)，一有战争，雅典人就用它

作为要塞(phrourion)。

这段话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却非常有助于我们

理解疆域边界。据此可知，俄诺厄是雅典在阿提卡

边境地区的德莫，它处在雅典与外敌战争的最前线，

很早就被作为要塞。城邦间在边境地区的战争可以

帮我们判定城邦边界，一个城邦对外长期防卫的地

区必定离边界不远。俄诺厄就是如此，并且俄诺厄

是筑有防御工事的，这段话中的“teichos”可能包含

城墙，但应该还包括城墙之外的其他防御性建筑。

在这里，修昔底德向读者阐明，日常情况下，俄诺厄

实际上是雅典用于防卫波奥提亚地区威胁的要

塞。与俄诺厄类似，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还提到

一些地区被视为边境地区的要塞，比如雅典人和波

奥提亚人争夺的帕纳科通、雅典人和忒拜人争夺的

普拉提亚。

沿着这一思路，如果找到城邦重要的边塞防御

工事，是否就可以确定城邦的大致疆域范围？奥伯

指出，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期间的陆地防御策略，“到了公元前 4世纪 70年代，

雅典人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陆地防御体系，以在边境

地区阻击入侵者；因此城防(city fortress)策略进一步

扩展到将整个阿提卡地区作为防御要塞”。需要提

及的是，奥伯对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防御体系的研究

引发了诸多争论，但其研究对本文关心的议题即通

过要塞确定疆域大有启发。

通过防御工事判定疆域的大致范围得到了考古

发现的印证。著名考古学者坎普指出，在希腊化之

前的雅典德莫，“如果不是处在边境地区的德莫，就

不会有防御工事”。不过，奥伯判定的雅典城防体

系建立时间还是略晚了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发

现，雅典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才开始营建阿

提卡的边防体系，而是在更早时就已这么做了。除

要塞与边境的战争外，城邦之间还会通过仲裁等手

段解决领土纠纷，仲裁记录和边境管理规则也是判

定城邦疆域的重要依据。但是，新问题随即出

现：城邦疆域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现代国家之间的

边界线？

城邦疆域界线的确定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

素，二是人为因素。从古至今，政治体的疆域界线大

多由自然山川划定，希腊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山

脊、谷地、河流等天然成为城邦之间的边界线。但

自然地理并不能解决所有边界问题，很多争端都是

对自然界线的争夺，像雅典和忒拜并不认为横亘于

二者之间的季赛荣—帕尼斯(Kithairon-Parnes)山脉，

应是两个城邦的自然分界。与自然界线相对，城邦

之间还会通过战争、仲裁及约定等诸多方式确立各

自边界，我们可以将这些方式视作由人为因素确定

的边界。这样一来，人为确立的界碑(hopo∑)就成为

判定疆域边界的重要依据。

在辞典标准解释中，“horoi”是标注边界的界碑，

既可用于标注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也可用于标注神

庙、政治区域以及私人土地等。法恩通过对现有出

土界碑做分类研究，总结了界碑的三种用途。第一

种，也是最普遍的用途，就是直接作为界碑用。很多

界碑并不是要划定实际的边界，而是要引起人的注

意，比如坟墓或神庙前往往会树立界碑。第二种与

土地出租相关，用于划定租借土地的边界。第三种

用途是标记已抵押出去的不动产。近年来，界碑也

被发现用于界定德莫的边界。但无论如何，这些发

现大都是“horoi”在城邦范围之内的使用。对于本文

的论题而言，城邦疆域的“horoi”才是关注的重点。

幸运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则铭文材料留给我们进

一步探究的线索。

一块在阿卡奈出土的石碑上镌刻了早期雅典

年满18岁的丁男(epheboi)宣誓的誓言。誓言内容

包括要英勇作战、保护战友、保卫城邦、增加城邦领

土、服从明智的统治者以及法律、敢于制止任何违法

僭越行为、敬拜先人的神圣事物等。誓言最后是请

神和其他多种事物做见证，这些事物包括祖辈(pa⁃
tris)的边界(horoi)、小麦、大麦、葡萄树、橄榄树、无花

果树。

“祖辈的边界”这一表达非常含糊，从语法和行

文看有多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是将“祖辈”与此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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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神明名字并列，但后面紧跟的“边界”一词并不

容易理解；第二种解释是将“边界”作为修饰“祖辈”、

“小麦”等的词，也就是说“祖辈”及诸种作物的边界，

但是这样一来该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就难以理解了；

第三种解释是祖辈疆域的边界，而后面的五种作物

也是领土上的代表性作物。本文更倾向于最后一种

理解，不仅是因为这种解释最通畅，更重要的是结合

丁男群体的实际活动，将“horoi”理解为城邦的疆界

最合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年满18岁的准公

民群体在完成1年的基本军事训练后，“第二年在剧

场中召开公民大会，他们在民众面前进行操练表演，

之后便从城邦领取一只盾牌和一支长矛。接着，他

们便要去乡村/边境 (chora)巡逻，并驻守在哨所

中”。既然丁男群体要用一年的时间驻守在城镇以

外的哨所，巡逻疆土，那么将誓言中“祖辈的边界”理

解为“祖辈疆域的边界”就较为合理了。

如果接受这一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疆域是

有明确边界(horoi)的。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

发现刻有“祖辈疆域”的界碑。2世纪的旅行家和地

理学家鲍桑尼亚斯在其著作中提及多种疆域边界标

识，如赫尔墨斯青铜塑像等，但他的时代距离古风

和古典时期已近500年，我们不能将他的见闻直接用

来理解和判定早期城邦边界的状况。这也提醒我

们，除自然山川以及共同约定的边境线外，城邦疆

域界线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

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究，需要在“horoi”基础上

再往前迈一步，即承认城邦有明确疆域边界的前提

下，是否存在不能完全确定的边境地区？如果这种

情况存在，表明边境线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确定，边境

地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对这一假设的验证，

有赖于对最后一个概念“methoria”的讨论。

“ta methoria/ge methoria”源自“horoi”一词，意为

边境线之间的地区，这些地区要么归属权经常变动，

要么处于双方默认的悬置地带。比如上文讨论过的

俄诺厄要塞，修昔底德谈到其处于阿提卡和波奥提

亚边境时，使用的就是“methorios”一词。修昔底德

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很可能因为该地的归属权在雅

典人和波奥提亚人之间不断易手。根据目前所见文

献记载，公元前507年，俄诺厄是阿提卡的边境村落，

当斯巴达入侵阿提卡时，波奥提亚人趁机夺取了俄

诺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俄诺厄又被雅典收

复。公元前 411 年，波奥提亚人又一次占据俄诺

厄，后来，俄诺厄又回到雅典统辖之下，是雅典的德

莫之一。可以推测，俄诺厄并非古希腊城邦边境争

端的孤例，很多边境地区可能持续处在被争夺之中，

只不过争夺的方式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仲裁或其

他手段。

边境区域存在归属悬置地带，这是城邦兴起与

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显示，城邦兴起的

同时，人口显著增长，而要满足人口生存所需，就要

从狩猎游牧的生产方式向农耕转变，与此相伴随的

就是农耕地区的扩张。维克托·汉森认为，在公元前

7-前6世纪，阿提卡地区经历了一次农业革命，将乡

村变成了人口密集的自耕农地。与之呼应，詹姆逊

通过研究阿提卡铭文材料发现，“eschatia”一词绝非

纳凯认为的山区以及城邦的疆域边界，或者说并非

荒野之地，而是可耕种的地区，是需要进一步修整

开垦的地区。而在城邦交接处，往往是未转化成

耕地的游牧地区，而游牧这一方式本身是不受定居

限制的。在悲剧作品中，经常有两个城邦的牧羊人

在某山区相遇的情节，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

王》中，科林斯的牧羊人和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的

牧羊人，常在距离两个城邦都很远的基泰戎山相

遇。此外，还有材料显示两个城邦达成协议，维持

边境地区归属的悬置状态，让双方的牧羊者可轮番

放牧。

通过上述考察得知，城邦疆域虽然大致由城镇

和乡村构成，但要确定其边界确非易事。辨析“me⁃
thoria”、“horoi”和“methoria”的含义，使我们认识到城

邦疆域边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希腊城

邦规模、力量和地缘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大型城邦和

“正常城邦”的疆域边界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由

边界自身的复杂情况导致的，城邦疆域的边界既有

自然山川，也可能由双边或多边的战争或协议确定，

但也有归属悬置或总在变更的区域，这些区域更应

该被理解为边境区域而非疆域边界。尽管试图确定

疆域边界困难重重，但上文讨论的雅典誓词明确告

知我们，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虽不见得能画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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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却对边界有明确的意识，因为那是政治共同体的

边界。然而，这一问题在希腊世界最特殊的两个城

邦——雅典和斯巴达那里仍存在例外，这两个城邦

不仅拥有城邦内部的疆域，还拥有不同形式的城外

疆域，这就使城邦疆域的探究进一步复杂化。接下

来，本文将目光转向斯巴达和雅典，以考察权力支配

视野下的城邦疆域组织形态。

三、权力支配视野下的城邦疆域

与“土地”或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相对，“疆

域”一词本身就预设了共同体的权力范围。因此，论

及城邦疆域，除要澄清相关概念和厘定地理范围之

外，还需考量城邦的权力秩序，将空间秩序与人的秩

序结合起来。本文开篇提到，希腊城邦在本质上是

公民共同体，公民在城邦中除参与公民大会、陪审法

庭等政治性活动外，还要一起进餐、会饮、祭祀、参加

悲剧合唱队等。以公民群体为轴心，古希腊城邦内

部建构起复杂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生活体系，城邦内

部的权力秩序决定了疆域的具体形态。此外，如果

说城邦内部疆域是每个城邦都需面对的议题，希腊

世界中的主导性城邦，还在自身核心疆域外寻求并

构建了城外疆域。以下分别从城邦内外两个维度考

察城邦疆域与权力秩序的关系。

从城邦内部来说，与城邦权力秩序对应的疆域

形态大致分两部分：一是城邦公共空间；二是与公民

权相伴随的土地分配。城邦公共空间包括举行宗

教、政治及其他公共活动的建筑和场所，诸如神庙、

圣所、公共墓地、议事大厅、公民大会广场、剧场和体

育馆等。公共空间对于城邦来说至关重要，用法国

学者纳凯的话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

和公共空间，该空间是以广场(agora)及其公共建筑为

核心的，关乎公共利益议题的争论在广场上进行，权

力不再位于宫殿之中，而是在城邦的中心。”人们在

神庙、公民大会和体育场中频繁进行宴饮、祭祀和审

议等集体活动，像雅典每年就有144天的公共宗教节

日，斯巴达公民大部分时间则在训练场和公共食堂

度过。这些在公共空间中举行的集体活动，起到了

凝聚城邦共同体的关键作用。

除公共空间外，与城邦疆域关系最密切的就是

公民的土地所有权。黄洋通过对希腊城邦土地制度

研究指出，“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公

民权的定义及公民群体的限定，这实际上意味着打

破以出身为基础的贵族集团对政治权利和土地的垄

断，代之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公民政治”。以古代希

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为例，“公民权都

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土地所有权以及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的相应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在古典时

期，拥有土地等不动产的权利严格限制在公民群体

之中。故而，除城邦的公共空间外，公民在城区拥有

的不动产和在城外拥有的土地成为城邦疆域构成的

主要部分。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拥有土地的小农是

城邦公民群体的主要构成者，并且土地往往呈现平

等分配的特征。例如，斯巴达莱库古立法的重要内

容就是土地改革，莱库古将土地划分为平等的份地

分配给斯巴达人。两处较完整的关于殖民地城邦

布局的考古发现，表明公民私人土地和房屋划分具

有平等性。一是希腊在克里米亚地区建立的殖民城

邦切索尼斯(Chersonesos)，在该城邦中居民将土地划

分成非常规则的长方形，每块土地的面积基本相

等。有学者认为土地界线的划分时期在公元前350-
前280年，之后可能有过微调或增补，但总体处于古

典时期和早期希腊化时期。二是爱琴海北岸的奥

林索斯(Olynthos)，该城于公元前 432年的城镇划分

也呈现相似特征。学者詹姆逊总结说：“从公元前 8
世纪到希腊化时期，无论新建据点还是重建旧的聚

落，只要地形允许，各地都采用矩形地块作为规划土

地的标准，新建立的海外据点也是如此。”詹姆逊甚

至进一步将同质化、小规模的私人房屋视为贵族价

值观民主化，同时也是城邦民主化的体现。詹姆逊

关于城邦土地规划民主化的推论可能走得过远，因

为古希腊城邦自身就带有平等倾向。在柏拉图《法

律篇》中的城邦疆域规划中，也可以发现类似设计，

即对城邦土地进行平等划分，既保证公民享有自己

的份地，也严格限制公民拥有超过定额的土地，以确

保公民财产的基本均等。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城邦空间规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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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城邦内部的疆域组织围绕公共空间、私人

房屋和土地进行，重点是确立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

利，并确保公民群体频繁进行的日常性群体活动。

从城内视角看，疆域划分服务于城邦共同体的权力

秩序与生活方式，这一特征应适用于绝大多数希腊

城邦。但在古风和古典时期，有些城邦除拥有自身

核心疆域外，还凭借自身权力获得了较特殊的“疆

域”。特别是斯巴达和雅典往往被认为拥有“城外

疆域”，这些城外疆域往往与战争和帝国行为有

关。对于此类疆域的真实情况与性质，还需进一步

辨析。

我们先来考察斯巴达以及受其影响和支配的庇

里阿西人(perioikoi)城邦。斯巴达位于优罗塔斯谷地

的城乡及其疆域被称为拉凯戴孟，而斯巴达所控制

的疆域则被称为拉科尼刻(Laconice)，该词并不单指

斯巴达的城镇和乡村的地理单元，而是斯巴达政治

权力可以控制的广大领土，远远大于斯巴达自身城

邦的规模。在古典时期，拉科尼刻还包括美塞尼亚

地区，斯巴达在公元前 8-前 7世纪就征服了这一地

区，并将该地的众多居民变为黑劳士。那么，美塞尼

亚地区以及更广大的拉科尼刻地区，与斯巴达疆域

究竟是何关系？

关于斯巴达对美塞尼亚地区的征服，特别是两

次美塞尼亚战争(前743-前724，前685-前668)，现代

学者普遍认为属于典型的扩张行为。这一观点有其

内在的逻辑和预设，即推定在古风时代早期，人口随

着城邦的崛起而增多，由此导致耕地压力变大，城邦

便有足够的动机对外扩张，特别是抢夺农耕资源丰

富的地区。修昔底德明确说过，曾经发生的陆地上

的战争多是边境冲突。但这一解释近年遭到挑

战。优罗塔斯河谷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该地区直

到公元前6世纪末才被大规模开垦，远晚于第一次美

塞尼亚战争。所以，美塞尼亚战争的爆发，不一定是

因为人口压力导致的领土扩张需求。

鲍桑尼亚斯认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的

缘由是，美塞尼亚人在边境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侵犯

了斯巴达女人，并杀死了想去处理此事的斯巴达王

特莱克劳斯，所以斯巴达才发动战争。综合来看，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动机未必是领土扩张，但战

争的结果使斯巴达拥有了宽广、易于农耕的美塞

尼。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提尔泰奥斯的诗歌以及考

古发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并没有

直接占领整个美塞尼亚地区，而只占了位于依托姆

山下的美塞尼城。那么，美塞尼亚地区的土地是否

被纳入斯巴达的疆域？传统观点认为，斯巴达人攻

占美塞尼亚后，便将土地在斯巴达人中间作了分配，

并且将美塞尼亚人都变成了黑劳士，让他们在原来

的土地上耕种劳作，把收成上交给斯巴达人。但是，

霍尔提出新观点，认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并没有

使所有美塞尼亚人都变成黑劳士，并且“斯巴达人当

时将美塞尼亚的领土交给了别人，很可能是给了庇

里阿西人，而非将美塞尼亚农民奴役在他们原有的

土地上劳作”。如果这一解释成立，美塞尼亚地区

并不能直接划进斯巴达的疆域，并且这种处理方式

表明，古风时期的战争最关注的可能是人的征服与

依附，而非疆域的扩充。

与斯巴达疆域相关的第二个议题，是庇里阿西

人的城邦性质。庇里阿西人，原意为住在周边的人，

他们与斯巴达人统称为拉凯戴孟人。根据哥本哈根

城邦项目的统计，在古风和古典时期的拉哥尼亚，可

以确定的庇里阿西人城邦共有23个，在美塞尼亚地

区，庇里阿西人城邦总数可能为10个。那么，这些

庇里阿西人城邦和斯巴达疆域的关系若何？目前能

确定的是，并没有在斯巴达与周边城邦之间发现明

确的疆域分界线。由于材料匮乏，庇里阿西人城邦

的起源也没有定论，包括他们的拉凯戴孟人身份究

竟自古有之还是斯巴达人赋予的都不清楚。但对于

庇里阿西人城邦的性质，学界一致认为，这些城邦有

相当大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政治和司法机构，可以自

主管理和分配土地，只是没有独立的外交权。这些

城邦和斯巴达的关系并非依靠条约确立，也就是说

庇里阿西并非斯巴达的同盟城邦，而是与斯巴达人

共同认定为同一个政治体——拉凯戴孟人。庇里阿

西人虽受斯巴达人的领导，但不享有斯巴达的政治

权利，不是斯巴达人的臣属，只是与斯巴达人保持紧

密的宗教和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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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关于斯巴达城邦疆域的认识需要结

合庇里阿西人城邦进行。由斯巴达公民构成的斯

巴达城邦疆域规模非常有限，位于优罗塔斯河谷

的肥沃地区；而由拉凯戴孟人构成的“政治疆域”

则被称为拉科尼刻，斯巴达人作为整个地区的统

领者，与庇里阿西人共同经营和防御着整个地

区。斯巴达实际上通过权力秩序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双重疆域”。

与拉哥尼亚的斯巴达相对，位于阿提卡的雅典

则采取了另一种疆域组织模式。克里斯提尼改革将

阿提卡地区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根据亚里士

多德的记述，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的土地分为 30
份，城区中有10份，海岸区有10份，内地有10份，他

将这些部分称为是三一区，三个区域各有一个三一

区属于一个部落，这样每个部落便在所有的地方都

有自己的部分”。他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关于德莫

的，“所有住在同一个德莫里的都是彼此的同德莫居

民……居民皆以德莫名相称。他又设置德莫长，其

职务与以前的造船区长相同，因为他已经用德莫代

替造船区”。第三项则是关于部落的，克里斯提尼

“拒绝将雅典人分成12个部落”，而是创设十部落制，

并用十个英雄之名来命名新的部落。这样一来，雅

典总体的疆域就被划分为 139个德莫。雅典没有在

核心城乡区周围构建“庇里阿西人”城邦体系，而是

直接着眼于阿提卡全境进行疆域设计。但这并不意

味着雅典不存在城外疆域，古典时期的雅典有一类

城外疆域需特别加以说明。

雅典最重要的城外疆域是萨拉米斯(Salamis)，萨
拉米斯岛位于雅典和麦加拉之间，是两个城邦长期

争夺的岛屿，在公元前 7-前 6世纪频繁易手。公元

前7世纪，麦加拉人占领了萨拉米斯，公元前600-前
595年，雅典人夺取了萨拉米斯。之后不久的公元前

590-前570年，麦加拉人趁雅典陷入内乱之机，又夺

回萨拉米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掌权后，很快又

占领萨拉米斯。此后，围绕该岛又发生多轮争夺。

最终在公元前510年，麦加拉与斯巴达结盟，斯巴达

将萨拉米斯交给雅典人。30年之后，雅典及希腊海

军就是在萨拉米斯击败了波斯海军，扭转了希波战

争的战局。萨拉米斯作为阿提卡陆地外的岛屿，它

和雅典疆域的关系是怎样的？

雅典开创了一种新的权力支配下的疆域体系，

这就是公民殖民地(klēroukhia)。在雅典与麦加拉彼

此争夺中，萨拉米斯的居民不断变更。当麦加拉人

起初夺取该岛后，岛上居民便逃至阿提卡地区。公

元前600年，梭伦曾率一支由500位年轻人组成的军

队重夺萨拉米斯。这 500位年轻人很可能就成为萨

拉米斯的新公民。后来经过几番争夺，最后在克里

斯提尼改革之后，萨拉米斯的居民都编入雅典的十

个部落，居民拥有雅典的公民权，但是萨拉米斯岛并

没有进一步划分德莫。由此，雅典的第一个公民殖

民地得以设立。

在公元前5世纪，大部分公民殖民地都是雅典通

过战争或者在提洛同盟中获得的，如公元前506年败

给雅典的卡尔基斯，提洛同盟时期的纳克索斯、安德

罗斯、埃吉那、莱斯博斯、弥罗斯等。雅典在公元前

404年败给伯罗奔尼撒联盟之后，基本丧失了所有公

民殖民地，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只是在莱姆诺斯和

萨摩斯等重新建立此类殖民地。雅典不同的公民殖

民地，公民数量差别很大，多的如卡尔基斯有 4000
人，少的如安多罗斯只有250人。总体来说，公民殖

民地的公民除保留雅典公民身份外，还能在当地获

得“份儿地”，其数量足以使公民达到“双牛级”(zeu⁃
gitai，即财产达到 200麦斗)。概览雅典所拥有的公

民殖民地，这些“城外疆域”主要是一些岛屿或海岸

城邦，大部分散布在爱琴海各处。“公民殖民地”虽

然依附于雅典，但其公民却拥有完整的雅典公民

权。故而，这些殖民地进一步扩充了雅典的疆域，

使公民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对比斯巴达

及其周边的庇里阿西人城邦，雅典在城邦的权力体

系内部构建了城外疆域体系，并进而扩充了城邦的

总体疆域。

经过上述讨论可知，古风到古典时期的斯巴达

和雅典，均拥有不同类型的城外疆域体系。这两种

体系的构建方式并不相同，但都是在城邦权力支配

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以自己所在的拉哥尼亚

地区为大本营，在古风早期就建立了双重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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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而雅典从前6世纪末开始，随着实力的上升，建

立了基于海洋力量的“阿提卡—公民殖民地”的综合

型疆域模式。

结论

与政体等议题相比，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研究中

颇受忽视的领域，但疆域问题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

理解城邦性质，以及古风到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政

治进程。以上分析与其说提供了对希腊城邦疆域

的基本理解，不如说呈现了该议题的复杂性。古希

腊城邦纷繁各异的规模和样态，以及不同的地理特

征和组织形态，使城邦疆域呈现多种面貌。希腊考

古学界也越来越强调地中海不同地区的“微区域/
环境/生态”差异，这使任何试图得出普遍性结论的

努力都需加倍谨慎。对希腊大多数城邦来说，就城

邦疆域的地理范畴而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城

区和乡村。

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城邦公民对疆域无疑有

明确意识，但要弄清疆域边界并不容易。除自然山

川外，边界可能通过战争和协议等方式人为约定。

边界还可能由神庙、要塞等加以标识，也可能由于缺

乏明确界线而扩展到广阔的边境地区。城邦疆域首

要的一点是地理范畴，但随着城邦的崛起和共同体

组织的完善，疆域便不仅是地理空间，也反映了城邦

的权力秩序安排。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秩序构建

要求与之相应的疆域秩序，如果说政治共同体的核

心是公民群体，那么疆域组织就要完成界定公民权

和促进公共生活的任务。公民权虽然首先体现为政

治权利和宗教权利，但需要经济权利加以保障，这就

要求城邦赋予公民以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城

邦公共空间为频繁进行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提

供了保障，起到了凝聚公民群体乃至所有城邦成员

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内部疆域组织进一步

体现了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特征。除着眼城邦内

部疆域外，雅典和斯巴达通过自身权力，还获得了不

同性质的城外疆域。斯巴达将城邦疆域拓展到拉凯

戴孟人的疆域，雅典利用公民殖民地将城邦疆域拓

展到整个爱琴海区域。邦内和邦外双重疆域，对于

理解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及二

者的竞争提供了新视角。总而言之，对于古希腊城

邦来说，疆域不仅关涉地理空间秩序，更是城邦权力

秩序的反映。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Anthony M.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78.就笔者

所见，国内学界尚无关于古希腊城邦疆域的专题研究。

②Kostas Vlassopoulos, 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 Cambri-
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56-157.

③ 参 见 Jack Cargill, Athenian Settlements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 Leiden: Brill, 1995.

④韦伯认为，以特定领土为疆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

之一。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

⑤Kurt A. Raaflaub,"City- State,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 A. Mohlo, K. Raaflaub and J. Emlen,
eds., 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p.566.

⑥Herodotus, The Histories, 8.62.
⑦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7.77.7.
⑧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181页。

⑨ Mogens Herman Hansen,"Introduction: The Polis as a
Citizen-State," in Mogens HermanHansen, ed.,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July, 1-4
1992, Vol.1,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93, pp.7-29.很多学者

持类似观点，如 E. Ch. L. van der Vliet,"Polis. The Problem of
Statehood,"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4, No.2, 2005,
pp.120-150.

⑩Aristotle, Politics, 1275b20, 1276b1-2.
Mogens Herman Hansen,"Introduction: The Polis as a Ci-

tizen-State," p.9.
参见François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

ns of the Greek City-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52-153.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2.15-16.译文参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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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103页。

关于雅典卫城的早期状况，参见 Panos Valavanis,"The
Akropolis," in Jenifer Neils and Dylan K. Roger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63-66.

现有研究将希腊城邦的兴起归为两种模式，一是城邦

从卫城这一定居点逐渐延伸发展而来；二是众多小聚居点联

合形成城邦。

Sylvian Fachard,"Asty and Chora: City and Countryside,"
in Jenifer Neils and Dylan K. Roger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Athens, pp.21-34.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8 年，第 55 页；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02-105.

Homer, Iliad, 6.275-276.
Tyrtaeus et al., Greek Elegiac Poet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C, ed. and trans. Douglas E. Gerb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8.

如提尔泰奥斯这一残篇的第 15行，就使用的是“polis”
一词，并且在使用方式上与“asty”类似，即将“polis”与人群

“demos”并列：

.
Tyrtaeus et al., Greek Elegiac Poet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C, p.112.
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4-42页。

Aristotle, Athenaion Politeia, 26.4.
Aeneas Tacticus, Asclepiodotus, and Onasander, trans. Ill-

inois Greek Club,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78-79.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p.57.

Michael H. Jameson, Curtis N. Runnels and Tjeerd H.
Van Andel, A Greek Countryside: The Southern Argoli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Bintliff,"Further Considerations on the Population of
Ancient Boeotia," in John L. Bintliff, 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entral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31-252.

汉森对于大小城邦的阐述，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Polis as an Urban Centre, The Literary and Epigraphical

Evidence," in M. H. Hansen, ed., The Polis as an Urban Centre
and as a Political Community, Vol.4,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97, pp.25-31.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 State, pp.69- 70. 考古资料，参见 J. F.
Cherry, J. L. Davis and E. Mantzourani, Landscape Archaeology
as LongTerm History, Los Angeles: Cotsen Inst of Archaeology,
1991, pp.235-237, 278-281,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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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Van Andel, A Greek Countryside, p.562.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2.16.1.
参见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第177-181页。

Eberhard Ruschenbusch,"Die Zahl der Griechischen Staa-
ten und Arealgrösse und Bürgerzahl der 'Normalpolis'," Zeitschr-
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Bd.59, 1985, pp.25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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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 H. Nielsen, eds.,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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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说，较重要的论著参见Anthony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 John L. Bintliff,"Territorial
Behaviour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Greek Polis," in E.
Olshausen and H. Sonnabend, eds., Stuttgarter Kolloquium zur
Historischen Geographie des Altertums, Amsterdam: Hakkert
Verlag, 1994, pp.207-249.

John L. Bintliff,"Settlement and Territory: A Socio-Ec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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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ey, Ruth Charles and NickWinder, eds., Human Ec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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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y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
nt, London: J. M. Dent, 1980, pp.33,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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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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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3. 另参见 L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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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 Camp Ⅱ,"Notes on the Towers and Borders of Clas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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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3.55. 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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